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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救助对象无法正常参与经济社会生活、遭受社会排斥的问题仍然存在，亟须帮助其实现社

会融入。既有研究多从制度优化与人力资本提升等外部视角展开探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救助对象自身

的主体性。本文基于自下而上的视角，运用深度访谈法，发现救助对象在社会融入过程中主要运用四种

行动策略：依靠生活技巧与亲密关系维持现状的度日型策略、借助福利话语抵抗排斥的反击型策略、通过

参与劳动力市场实现自立的突围型策略、投身公共事务获得认同的集体行动型策略。然而这些策略的成

效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多重制约，包括个体层面人力与社会资本的双重匮乏、社区层面共同体弱化与行政

化倾向以及制度层面激励相容与包容性不足。应从确立分层分类的支持理念、推动制度向发展型转型、

强化社区关系修复与资源链接功能、构建主客观结合的长效评价体系方面进行系统回应，助力救助对象

的社会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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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社会救

助制度正步入一个以提升质量、促进发展为特征

的新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

划的建议在强调民政建设应具有“普惠性、基础

性、兜底性”的同时，进一步提出要“畅通社会流动

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这意味着社会救助不

再局限于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而是日益注重“防风

险”与“促发展”的功能。救助对象虽然能够免于

基本生活物资的匮乏，但是仍旧面临无法进行正

常社会生活以及遭受社会排斥的困境，如何支持

救助对象过上体面生活、实现社会融入即是新阶

段社会救助的转型目标［1］。

当前救助对象的结构变化亦凸显了这一目标

转型的紧迫性。随着分层分类救助体系的不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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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制度覆盖范围持续扩展，大量具有一定劳动意

愿与潜在劳动能力的人口被纳入救助体系［2］。截

至 2024 年 5 月，全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监

测对象达到 8015万人［3］。而根据民政部政研中心

“托底性民生保障政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2024年

全国低收入家庭抽样调查，约三分之一的低收入

家庭中仍有具备劳动能力的成员［4］，他们参与经济

社会活动的意愿和潜力不容忽视。如何帮助这些

群体实现社会融入，已成为社会救助制度必须面

对的现实课题。

相关研究多强调救助制度的发展型转向和对

救助对象的赋能。前者从救助理念、救助目标、救

助内容、救助方式、救助监管等方面对发展型社会

救助制度进行了探讨［5］，后者以改善救助对象健康

状况［6］、增强就业能力［7］、提高受教育水平［8］等人力

资本为手段，以摆脱困境为目的，促使救助对象实

现社会融入。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于救助对象的

外部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救助对象自身在

融入过程中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事实上，救助对

象并非被动接受援助的客体，而是会依据自身所

处的现实条件与资源禀赋主动选择并调整行动策

略的行动者。这种主体性的缺失，在学术讨论中

容易导致对救助对象内在动机与行为逻辑的理解

不足；在制度实践中则会因资源单向给予引发权

利义务失衡，产生救助依赖心理［9］，同时制度也因

难以动态回应救助对象的真实需求与行为变化而

显得僵化，影响其实际成效。因此，关注救助对象

的主体性及其行动策略，对于完善社会融入的支

持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二）文献综述

贫困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匮乏，还是社会

文化意义上的关系断裂，贫困群体在家庭关系、人

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方面多处于断联状态，遭受社

会排斥。社会排斥指贫困群体在就业、教育、医

疗、社会保护、住房等方面受到排斥而无法正常参

与社会生活的状态［10］。与之相对，社会融入可以

通过提高居民的福利，使居民平等地参与经济、社

会和政治生活，以促进社会团结，减少社会排

斥［11］。社会融入概念同时也强调被排斥群体能动

地与个体、群体进行反思性、持续性互动的社会行

动过程［12］。根据社会融入的内涵，就有了自上而

下和自下而上两种研究路径。

一是从制度结构的视角切入，强调社会救助

制度的增能转型。如果社会融入是相对贫困的治

理目标，那么增能则是实现该目标的方式。针对

相对贫困的治理目标，社会救助制度也积极跟进，

从保障救助对象基本生活向促发展、增能转型。

所谓增能，即通过提供就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

务，增加救助对象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治能

力，为其参加社会活动提供机会和渠道，最终实现

自身发展［4］。一方面，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的建

设为社会救助制度的增能转型提供了可能和路

径。救助对象的进一步扩面将救助范围延伸至低

保边缘群体、刚性支出困难群体等，这使得救助对

象可以容纳更多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个人与

家庭。另一方面，救助制度能够根据老年人、未成

年人、就业困难群体等不同群体的需求，提供相对

应的社会救助。此类社会救助多为服务类社会救

助，注重能力救助和积极预防，聚焦解决发展性贫

困问题［13］。此外，数智技术的运用也为救助制度

增能转型提供了极大助力，在智能识别、快速响

应、构建多主体协同配合的生态系统等方面前景

广阔［14］。

二是从日常生活的视角切入，强调救助对象

的主体性。采取制度结构的视角容易忽视制度环

境中人的能动性［15］，这种研究取向使贫困问题中

的权利剥夺和社会排斥等核心议题被简化为制度

运作的副产品，而非贫困的本质属性［16］198-201。尤

其在解决公共性的绝对贫困问题之后，贫困治理

应该转向贫困群体的日常生活，揭示他们的物质

和精神世界［17］。因此，相对贫困的治理不能仅着

眼于救助对象经济状况的改变，还应关注其人格

的独立和自由，彰显救助对象的生存权、社会权与

发展权。当前贫困治理存在救助对象主体性缺失

的问题，在制度实践中则表现为部分救助对象存

在“等靠要”的想法。有学者认为应该激发救助对

象的主体性，塑造救助对象的责任意识，构建参与

式的贫困治理［18］。同时对救助对象的生产与消费

系统、日常交往系统和价值观念系统进行干预，实

施生活化治理［19］。也有学者强调贫困治理中情感

要素的运用，情感互动能增强救助对象的自我责

任感，乃至在摆脱困境后反哺社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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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融入的相关研究较为丰硕且颇有参考价

值，但仍有不足之处。第一，救助对象的主体性凸

显不足。虽然不少研究都强调要激发救助对象的

主体性，提出了生活化治理框架，但是上述研究只

是将救助制度场景化、日常化，本质上未能真正着

眼于救助对象自身。救助对象仍然是被干预对

象，而不是主动认知、感受、采取行动的主体。第

二，对救助对象实现社会融入的动态过程关注不

足。既有研究多对激发救助对象主体性这一观点

持肯定态度，但多停留在应然的静态描述层面，未

能从微观层面刻画救助对象自身摆脱贫困、建立

社会联结的动态过程。第三，社会融入的象征性

意义讨论不足。既有研究多认识到增能的物质性

意义，比如通过就业、教育获得收入回报。然而贫

困不仅是物质意义上的匮乏，也具有象征意义上

的负面后果，与社会关系、身份认同紧密相关［20］。

在现实中，救助对象的社会纽带在家庭、社交、社

区等方面多处于断裂状态，因而对社会融入的研

究需要兼顾物质维度和象征维度。

综上所述，本研究需要回答下述问题：救助对

象社会融入的行动类型划分为何？救助对象在社

会融入的过程中采取了哪些具体策略？有哪些结

构性因素限制了救助对象的策略选择？

二、理论分析框架

对贫困群体能动性（agency）的代表性阐述可

以追溯到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概念。森认为

可行能力体现出一种实质自由，并认为其是“个人

首创性和社会有效性的主要决定因素。更多的自

由可以增强人们自助的能力，以及他们影响这个

世界的能力”［21］13，这是对贫困群体能动性的强调。

换言之，贫困群体能够以积极的能动者身份塑造

自己的生活，以各种方式体验并反馈救助制度。

实际上，既有研究已经表明，在物质意义上，贫困

群体能运用各种技巧维持生计，比如向亲友借

贷［22］。在象征意义上，贫困群体通过强调家务劳

动的价值、指出依赖的普遍性等方式挑战固有的

社会话语，合理化受助行为［23］。鲁斯·李斯特对贫

困群体的能动性进行了较为全面、清晰的类型划

分，为贫困群体的主体性展现提供了一个分析框

架。她提出两组连续统，即日常性—策略性和个

体性—政治性，日常性—策略性表明贫困群体行

动的性质，日常性偏向于贫困群体所做的维持生

计的努力，策略性指向致力于改变当前现状的决

策，比如重返劳动力市场。个体性—政治性直接

体现行动的规模差异，政治性往往是一种集体行

动。基于上述两组连续统，可以将贫困群体的能动

性进一步划分为度日（getting by）、反击（getting 
back at）、突围（getting out）、集体行动（getting orga⁃
nized）四种类型［24］129-130。不同类型的能动性在实

践中对应着差异化的行动策略，这些策略不仅涉

及不同的行动主体，也影响社会融入的程度

（见表1）。

表1 贫困群体的行动类型划分

行动策略

度日型

反击型

突围型

集体行动型

社会融入
程度

低

较低

高

高

实现方式

维持现状

抵抗排斥

摆脱困境

获得承认

结构限制

家庭境况、人际关系水平

居民福利态度、
政策宣传力度

就业市场、人力资本

社区资源、就业灵活性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度日型策略主要发生于亲密关系网络内部，

行动者通过与家庭成员、亲友之间的互动（如节俭

度日、临时借贷）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该策略以

维系现状为主要目标，因而在四种策略中社会融

入程度最低。反击型策略体现为行动者在日常生

活中对其受助资格合理性进行的申辩与维护，互

动对象扩展至社区工作人员与邻里。这一策略通

过主动争取外部认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与

社会系统的连接，因而社会融入程度高于度日型

策略。突围型策略与集体行动型策略则代表了更

高层次的社会融入。突围型策略以重返劳动力市

场、获取稳定收入为主要路径，实现从依赖者向自

立者的身份转变。集体行动型策略通过参与社区

公共事务、重塑自身在社区中的形象以获得社区

工作人员和居民的认可，完成从受助者到助人者

的角色转化。需要强调的是，在关注贫困群体能

动性的同时，不能忽视结构性因素对其策略选择

与实践效果的根本性制约。无论是个人的人力资

本与家庭负担程度，还是外部的制度环境、就业市

场结构与社区资源条件，都深刻影响着行动策略

的可行性与最终成效。因此，社会融入的实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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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质上是救助对象在既有结构约束下进行有

限选择与实践的能动性结果。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范式，旨在通过对具体

情境中个体经验与互动过程的深入理解，揭示城

市救助对象社会融入的行动逻辑与实践困境。在

具体方法上，主要依托深度访谈法收集经验材料，

受访对象为正在接受以及曾经接受过救助的社区

居民。访谈目的在于获取受访者关于日常生活状

态的一手叙述，全面搜集其在经济生活、社会交

往、家庭关系、时间安排等方面的具体实践与行为

策略。其中，笔者尤其关注那些曾经是救助对象

但已摆脱困境的受助者，访谈问题聚焦于人生转

折的契机、所做的努力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主观

认知和情感体验。而当前正在接受救助的受访者

所采取的行动策略以及效果也是本研究的重点关

注之处。

在研究场域的选择上，本研究聚焦城市情境。

相较于传统农村社区，城市社区尤其是商品房小

区通常具有更高的匿名性与原子化特征，社区成

员间固有的社会联结较弱。在此类陌生人社区

中，探究救助对象如何寻求融入路径、构建社会连

接更具典型性与现实意义。在样本选取方面，本

研究以 Y 市的 X 社区与 Z 社区作为具体调研点。

2023年 6月，Y市被列为全省社会救助综合改革试

点地区，而X社区与Z社区随后成为首批推进综合

救助实体化运行的试点社区。两个社区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等方式，系统引入了第三方专业力量，开

展了涵盖基本生活保障、专项救助、能力提升、就

业支持、资源链接等多维度的综合救助服务，探索

实践已形成一定的社会关注与政策影响力，为观

察救助对象社会融入提供了合适的窗口。

调研过程分为两个阶段，2024 年 6 月至 8 月，

研究首先在 X 社区展开，采用目的性抽样与滚雪

球抽样相结合的方式接触并访谈了救助对象，在

访谈过程中笔者请他们介绍熟识的曾经接受救助

但现在脱困的居民。2024年 9月，笔者在Z社区进

行了第二轮补充性访谈。两阶段累计完成对15名

救助对象及 5名曾经接受过救助的社区居民的深

度访谈（直接引用的受访者基本信息见表 2）。为

控制研究者主观解读可能带来的偏误，本研究在

资料分析中遵循三角检验原则，使用规章制度等

材料提升研究的效度。

表2 直接引用的受访者基本信息

编号

RXF1
RXM2
RXF5
RZF6
RZM7

RZM10

WXF1

WXF2
WXM3

年龄

42
50
53
43
56
54

52

43
39

受助情况

低保对象

低收入对象

低保对象

低保对象

低收入对象

低收入对象

已退保

已退保

已退保

婚姻
状况

已婚

离异

已婚

离异

已婚

未婚

已婚

已婚

离异

就业状况

无

超市售货员

无

无

灵活就业

门卫

社区工厂
女工

社区民政
助理

社区网格员

健康状况

慢性病

慢性病

大病

慢性病，
残障

慢性病

慢性病，
残障

慢性病

残障

慢性病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救助对象社会融入的行动策略

在应对生活困境与寻求社会融入的过程中，

救助对象充分展现了自身的主体性，其行动策略

可以被归纳为四种理想类型：维持现状的度日型

策略、抵抗排斥的反击型策略、以重返市场为目标

的突围型策略、以参与公共事务为目的的集体行

动型策略。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类型划分主要出

于分析便利性的需要，在现实生活情境中，救助对

象的行动往往具有混合性与动态性，常随时间推

移与情境变化交替使用不同策略的组合。

（一）度日型策略：节俭、借债与关系维系

采用度日型策略的救助对象对内节衣缩食，

对外依靠亲密关系提供物质与情感支持，其目的

不在于摆脱困境，而在于维持生活现状，故在四种

策略中社会融入的程度最低。由于救助对象自身

的收入能力较低，加上家庭刚性支出普遍较大，即

便有救助资源的帮助，生活也较为艰辛。因此节

约开支是最为常见的生活技巧，如通过减少食物

消耗、购买二手衣物等方式降低经济压力。即便

如此，有时为了平衡开支，救助对象也需要向亲朋

好友借钱。可以说，节俭和借债在救助对象的日

常生活中较为普遍，在物质意义上维持了基本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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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钱那也有一点儿，不借是不可能的。借钱

还能有一些往来，人家也知道咱们过得不好。我

那个妹妹之前还帮我介绍了工作，（人）都挺好，想

着拉你一把……（我们）过年过节也会去看看人

家”（访谈材料：20240610RXF1）。从上述访谈也

可以看出，维持亲密关系也是度日型策略的一个

重要方面，不仅能够提供经济支持和工作信息，还

能够在象征意义上给予情感上的慰藉。RXF1 正

是认识到维护亲密关系的重要性，尽管家庭经济

状况不佳，在逢年过节时也会互相往来。笔者访

谈的对象中，婚姻状况为离异的情况不少，我们虽

然无法在亲密关系的破裂与陷入贫困之间建立因

果关系，但是关系破裂导致的身心打击无疑是巨

大的，也使得救助对象在经济、情感等方面失去支

持，增加了生活陷入困境的风险。亲密关系破裂

视角的引入让我们对当前社会救助制度实践中的

难题有新的认知。比如社会救助资格认定中，对

赡养费的计算一直是令基层头痛的难题［25］，关系

视角下子女对赡养费的回避不能只被看作一种道

德问题，回避赡养责任更可能是救助对象和其子

女之间已经破碎的家庭关系的表现。RXM2就是

一个典型的例子，与妻子离婚后，女儿跟了母亲，

RXM2因患慢性疾病失去了原来的工作，现在在附

近超市当售货员。“我大姑娘住在……现在不知道

住在哪儿，跟他们没来往。（我）跟他们离婚以后，

跟原来的前妻闹得蛮僵……她不找我，我不找她，

基本上不来往。上回找女儿要个证明她都不给，

说你以后填什么东西都不要填我的”（访谈材料：

20240611RXM2）。

贫困与亲密关系之间的关联已被学术界讨

论，薇薇安娜·A.泽利泽认为金钱在亲密关系（尤

其是家庭内部关系）维系方面意义重大，在此基础

上她提出亲密关系和经济活动是“相互关联的生

活”［26］22-34。无独有偶，中国古代“不见将纯粹生活

困苦的人作为一个独特社会类别来讨论，而将鳏

寡孤独这四种在人伦上有缺憾的人等同为贫

人”［27］84，即将人伦关系上的缺憾与生活困苦关联

起来。

（二）反击型策略：援引政策话语

大多数救助对象因遭受疾病、残障、高龄的困

扰而不得不接受救助，并且这些问题无法在短期

内得以改变。但在日常生活中，社区居民并不完

全清楚救助对象的家庭情况，只能根据自身了解

到的片面信息进行判断，会出现社区居民质疑救

助对象救助资格的情况。所以救助对象面临着在

生活中遭受贬损的风险，他们仍然需要不时证明

自己接受救助的合理性，此时援引政策话语往往

成为救助对象行动策略中使用的工具。“有那人就

是觉得你不应该得低保……他不知道你家里有人

需要照顾花费大。别人不管这，只会说他还能劳

动，不应该得低保”（访谈材料：20240615RXF5）。

福利话语可以被笼统地理解为政策参与者努

力构建和合法化福利政策时，对彼此和公众所说

的任何话，是对“谁应该得到什么”这一问题的回

答。从话语的角度看，福利更多是象征性的，而非

实质性的［28］123-125。社会救助是从国家到个人及家

庭的物质资源再分配过程，更深层次折射出国家

和公民契约关系的变化。

我国民生保障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超越了

公私边界，充当着社会共同体的“黏合剂”［29］，以社

会救助为代表的兜底性民生建设更是最后的保障

体系［30］。我国通过制度化渠道履行救助贫困群体

的直接责任，特别是在“应保尽保”被确立为政策

考核刚性指标的治理语境下，这种责任已从道义

承诺转化为法定义务。尽管传统福利文化中恩赐

式救助的认知惯性依旧存在，但随着社会救助制

度的建立，社会救助逐步被视为政府责任和个人

的应享权利。救助权利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表现

在当救助对象经过层层审核程序获得法定救助资

格，进而成为“被制度认可”的救助对象时，更有可

能“理直气壮”地借用“应保尽保”、“社会权利”等

制度话语对“接受救助”这一行为作合理化解释。

这在那些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现状，只能接受救助

的群体来说较为常见。与此同时，救助对象作为

再分配的受益者，常常表达出对社会救助制度的

认同和对国家救助自己及家庭的感激之情。“那

你，他这个残疾人，低保又不是针对全家了。更何

况全家人他也不给你申请了……当时亲戚朋友也

没有说领这个低保就咋咋咋，都说都还怪好了。

俺爸他姥爷他爷都说，国家政策真好。要是比到

以前，你这个样，人家谁不给你一分钱，亲戚邻居谁

也不可能”（访谈材料：20240705RZ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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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文献中普遍呈现救助对

象对国家的失望与不信任等种种负面情绪，鲜少

出现类似感激、感恩情感的表述。这种差异根植

于不同福利体制对政府责任与个人责任认知的深

层分野。相较于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东亚

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国家责任更加突

出。特别是在中国语境下，政府始终将保障和改

善民生作为治理目标，赢得了民众对国家的高度

信任与认可。即便面临市场经济转型与个人主义

思潮的冲击，民众对国家福利供给的认同仍旧保

持稳定［31］。

（三）突围型策略：重返劳动力市场

就业能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还

有共同的体验，乃至地位和身份，这对构建、定义、

转换和理解自己与他人身份至关重要。而“失业

毁坏劳动者的‘工作的习惯，摧毁他的工作的技

能’，‘两种情形都消磨他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最

终‘便是毁灭人的道德心’”［32］101。就业是救助对象

及其家庭脱离困境，实现社会融入的最直接手段，

救助对象中有强烈就业意愿的群体是“积极的脱

困者”，他们拥有部分或全部劳动能力，只是因为

暂时性的困难，如子女教育支出、家庭变故等陷入

贫困。在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但凡具备一定的

劳动能力，救助对象均表现出较强的就业意愿。

然而，由于劳动技能欠缺、相关保障制度不健

全以及劳动力市场存在结构性排斥等多重因素制

约［33］，真正能够通过稳定就业实现自立脱困的救

助对象仍较为有限。即便部分救助对象进入劳动

力市场，也往往因需要承担家庭照护责任，导致就

业半径与工作时间受到明显限制，大多只能从事

非正规、临时性的灵活就业，就业质量与收入稳定

性难以保障。针对这一现实难题，Z社区探索设立

了“妈妈岗”，通过在社区内引进小型服装加工项

目，组织有意愿的救助对象就近参与缝纫工作。

这一模式在为救助对象提供相对稳定就业机会的

同时，也兼顾了照顾家庭成员的需求，月均收入可

达 4000元左右，有效缓解了家庭经济压力。“当然

想工作，工资少点儿也没关系，自食其力才中

了……社区这边的妈妈岗非常巴适，四千多（块）

钱儿……这之后别人一问你干啥，我都能说在哪

哪工作了，不像以前不敢吭。现在还有一些工作

上 的 朋 友 ，没 事 儿 还 能 说 说 话 ”（访谈材料：

20240720WXF1）。

就业不仅能带来经济上的回报，还具有重塑

“身份”的象征性功能。就业后，WXF1直接参与经

济社会活动，在工作中交到了朋友，社交圈得以扩

大，生活也变得更加丰富。虽然临时性工作的收

入不算高，就业者却会产生自我认同感和自豪感，

这种改变的意义超过了经济上的回报，使救助对

象重拾生活的自信。

实际上，我国一直强调引导救助对象积极就

业并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早在2014年颁布的《社

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就将就业救助作为专项救助

之一，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保低保家庭

至少一人就业，通过税费减免、培训补贴、社保补

贴等多种方式进行就业救助。在实践中，社区往

往成为救助对象就业的重要助力，承担着共享工

作信息、链接技能培训资源乃至工作介绍的职能。

（四）集体行动型策略：投身公共事务

参与公共事务有助于重塑个体在社区中的社

会地位，并促进断裂的社会关系逐步修复。社会

关系的重建伴随着社会或社区成员对其陌生感与

刻板印象的淡化，代之以对其个人经历的同情、理

解和务实评价，这种艰难的过程也被称作“突

围”［34］58-59。在社会救助制度施行的初期，社区公

益劳动是救助对象实现社会融入的制度性渠道。

1999年公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十

条明确提到“在就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但尚未就

业的城市居民，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

遇期间，应当参加其所在的居民委员会组织的公

益性社区服务劳动”［35］。这些公益劳动基本与环

卫工作重合，救助对象根据劳动的时长累计工分，

凭工分获得一些生活物资。公益劳动被视为一种

甄别低保对象的手段［36］268，也是避免养懒汉的

良策［37］139。

虽然社区公益劳动在政策上已逐步被淡化，

但是社区仍有为救助对象提供参与公共事务的桥

梁作用。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了两个典型例

子。RZM7和妻子住在一起，育有一女一子，姑娘

已出嫁但住在本地，儿子在外地当兵。由于生活

困难，他平时会骑着三轮车帮别人拉货以补贴家

用。妻子由于身体原因无法工作，目前帮女儿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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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RZM7平时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尤其在

疫情防控期间响应社区号召，缓解了社区人力不

足的困难。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访谈也是因为社

区的临时通知，他才放下手头的活赶来接受访谈。

通过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社区居民和工作人

员对RZM7表达了高度的赞许和认同，他还因此当

选为社区的居民代表。此时 RZM7 不再是“受助

者”，而是身处困境但自力更生的“自立者”，更是

为大家服务的“自己人”。当救助对象的行动不仅

限于解决个人问题，还涉及社区公共问题，甚至延

伸至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时，社会融入就得以实

现。“我们心里对政府、对社区都是相当满意，只要

说社区里有公益活动我们都是随叫随到，我还是

社区的居民代表……前段时间社区里组织社区医

生都过来了，我们就都无偿献血。都是自愿，反正

政府对我们都是蛮好，搞公益活动的话，只要是我

能够做的，我都大力支持”（访谈材料：20240910
RZM7）。

参与公共事务有时还能反哺救助对象，甚至

带来人生轨迹的改变，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为

WXF2。WXF2目前为 X 社区的民政助理，一家三

口居住在本地，女儿上学，丈夫是保安，夫妻两人

月收入 3000 块钱左右。WXF2 身患残疾，早年吃

低保，2007年退保后先在残联工作，2017年以后转

到社区。她之所以能够完成从“受助者”到“助人

者”的转变，既与她本身要强的性格有关，也离不

开社区的帮助。“一开始我来的时候，我们跟社区

的人都相处可好了，一块儿干活……这样我干点

活，从心里我就想着当自己的工资算了，要不然你

白拿国家的钱……我当时申请（低保）可能就是60

多块钱，（书记说）这样60多块钱你还不如去干个

残疾人专干员，这不是报纸上登了……这我就考

了”（访谈材料：20240720WXF2）。

正如上面访谈所展示的，WXF2赢得了社区的

认同，社区党组织书记的帮助又为她退保进而自

立提供了机会。

五、救助对象社会融入的结构性困境

救助对象的社会融入是一个涉及多维因素的

复杂过程，其在摆脱生存困境、重建社会连接、实

现自我发展等方面仍面临系统性困境。这些困境

既源于个体资源与能力的局限，也植根于社区共

同体意识的弱化与治理结构的行政化倾向，更与

社会救助制度在激励相容与包容性方面的不足密

切相关。因此，救助对象社会融入困境的分析需

从个体、社区与制度三个层面审视，以揭示其深层

逻辑并探寻可能的破解路径。

（一）个体层面：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双重

匮乏

救助对象自身能够实现社会融入需要满足多

种条件，其中个体自身的能力禀赋、维持人际关系

的能力、救助对象和社区工作人员的关系等都是

重要影响因素。然而不同救助对象之间的脱困能

力差别较大，能否实现社会融入以及社会融入的

程度都有所区别。

救助对象拥有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有限，

难以实现人生突围。典型的突围型行动策略常常

通过与劳动力市场重新建立连接而自食其力，完

成从“依赖者”到“自立者”的转变。集体行动型策

略则通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方式，从“受助者”

转变为“助人者”。这两者均对救助对象自身的劳

动意愿、知识水平、身体状况、家庭负担等有一些

要求，例如残障、疾病、高龄、家庭成员需要照顾等

情况都将限制救助对象的就业半径和就业时间，

也阻碍其为社区提供服务。此外，救助对象的社

会关系网络往往规模小、同质性较强，难以提供有

效的就业信息和社会支持。救助对象和亲朋好友

彼此分享的信息多是重复的且局限于生存层面，

无法形成通往主流社会的“信息桥”。当一份新的

工作机会出现时，整个网络中可能无人知晓，或无

人能提供有效的引荐，导致救助对象始终在固有

的困境中打转。“之前找过工作，年龄大也没啥本

事，只能去干一些保安、门卫的工作，身体还吃不

消，站一天受不了”（访谈材料：20240615RZM10）。

救助对象更加专注于解决眼前困境，难以进

行长期生活规划。救助对象自身拥有的资源较

少，除了依靠国家转移支付，还需要维持亲密关系

以抵御生活风险，这就使得救助对象更加专注于

眼前的困境，而不是致力于改变。需要明确的是，

这并非道德缺陷，而是在困境中生活的适应性结

果。在调研中，几乎所有救助对象均采取度日型

策略，我们固然应该看到救助对象采取该策略所

体现出来的坚强、勇气与智慧，但是也要看到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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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策略的局限，更应该防止将此种行动策略浪

漫化的倾向，这是在自身能力不足情况下的被迫

之举。

（二）社区层面：共同体意识弱化和治理行政

化过度

在日常生活中，救助对象与社区直接接触，社

区不仅是社会救助制度的执行者，负责摸排情况、

政策宣讲、入户调查等事务性工作，也是救助资源

的生产者，直接为救助对象提供相应的资源，因而

社区常常成为救助对象的助力。

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与人口流动性

的增强，许多社区从传统熟人社会转变为个体化、

原子化的生活空间。邻里之间往往缺乏交集与信

任，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普遍不强［38］。尤其在以

商品房小区为代表的陌生人社区中，居民间基于

地缘的有机联系松散，社区共同体意识本就薄弱，

这使得社区作为社会连接器的天然功能难以有效

发挥，构成了救助对象社会融入的基础性环境困

境。救助对象日常的互动对象高度集中于社区工

作人员，而与社区普通居民之间交流较少。相比

之下，在那些单位大院、老旧小区等留存着熟人社

会痕迹的社区中，居民之间因长期共同居住而建

立了相对紧密的联系与非正式的互助规范。在此

环境中，救助对象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和能力也

更容易被激发和看见，被邻里所识别和接纳。此

时集体行动型策略的实施阻力更小，成效也更为

显著。

此外，社区治理还存在一定的行政化倾向，弱

化了情感支持与社区营造功能。社区组织（如居

委会）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上级政府下派的行政

任务，基层负担仍然较重，治理结构出现内卷［39］。

在救助领域，社区针对救助对象的工作重心常倾

向于政策执行、信息摸排、材料整理等事务性工

作。这种行政化倾向导致社区工作人员疲于应付

报表与检查，与救助对象的互动也容易局限于程

序性的家计调查与资格审核，难以投入足够的时

间与精力去提供深入的情感支持、组织丰富的社

区活动或进行精细化的能力建设，社区功能还未

能完全从管理转向赋能。“现在一会儿文明城市建

设一会儿上面来检查了，你就得不停转。哪有时

间去（救助对象）家里转悠，按我说，社区工作人员

就应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少一些形式多干

一些实事儿”（访谈材料：20240715WXM3）。

（三）制度层面：激励相容不足和包容性欠缺

在激励相容方面，社会救助制度尚未完全实

现保障与激励的兼容。当前救助对象社会融入还

存在制度性障碍，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因制度衔

接不畅所引发的“悬崖效应”。具体而言，当救助

对象获得劳动收入时，救助资源（如低保金、医疗

救助、住房补贴）会遭到削减乃至取消。“悬崖效

应”极易导致其家庭可支配收入不升反降，打击其

通过就业融入社会的积极性，形成“被动依赖”。

尽管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制度正在逐步建立，覆

盖范围已扩展至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

庭，同时各个专项救助也日益完善，但社会救助的

“悬崖效应”仍然显著［40］。此外，救助制度的供给

尚不能完全解除救助对象的后顾之忧，使其能够

轻装上阵。例如，在有失能失智老人的家庭或残

疾儿童的家庭中，主要劳动力的就业往往受限于

繁重的照护责任。尽管“照护救助”的概念开始被

提及，但普惠性的、能够切实覆盖低收入群体的公

共照护服务体系仍未完全建立，这使得许多家庭

成员尤其是女性无法通过就业实现社会融入。从

激励相容的角度看，当前制度未能较好地平衡保

障基本生活与促进劳动自救这两个目标。

在包容性方面，社会救助制度未能充分兼顾

救助对象的尊严维护与权利保障。为了确保公共

资源的精准投放，家计调查和社区公示被视为必

要的技术手段，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可能对申请者

的尊严与隐私造成侵扰，从心理层面阻碍救助对

象的社会融入。在家计调查的过程中，频繁的入

户调查打扰了救助对象的日常生活，信息公开公

示等程序，如公开身份、住址、家庭情况等信息暴

露了救助对象的个人和家庭隐私［41］，使其产生心

理上的不适感与耻辱感［42］。制度实施的过程在一

定程度上阻碍了救助对象与社区居民进行正常、

平等的交往，也会削弱其进行社会参与的意愿与

信心。社会救助应在制度设计与执行过程中更注

重人文关怀与隐私保护。

六、完善社会融入导向的社会支持系统

社会融入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进程。

从层次上看，呈现从维持基本生存到实现经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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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再到能够回馈社会的递进序列。从维度上看，

涵盖获取物质保障与实现身份认同的双重面向。

对社会救助对象而言，社会融入涉及亲密关系支

持、劳动力市场连接以及社区网络重建等关键问

题的破解。因此，构建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需要

在理念上确立分层分类的精准导向，在制度上推

动从生存保障向发展赋能的深刻转型，在实践中

充分激活社区的关系修复与资源链接功能，同时

辅之以主客观相结合的长效评价体系，共同助力

救助对象实现社会融合。

（一）推行分层分类的社会支持理念

完善以社会融入为导向的社会支持系统，首

先要深刻认识到救助对象的异质性，依据不同的

资源禀赋、行动能力与发展阶段提供差异化的支

持策略。社会融入并非单一维度的线性过程，而

是个体在与社会结构互动的实践中，寻求经济独

立、社会连接与身份认同的多重博弈。因此，一个

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必须摒弃“一刀切”的帮扶模

式，将分层分类的理念贯穿始终。

首先，对于因年龄、严重疾病或重度残疾等因

素，导致劳动能力基本丧失、短期内无法通过市场

就业实现根本性转变的救助对象，支持系统的目

标应定位于保障尊严与维护人际连接。在经济层

面，需确保社会救助、残疾人福利、老年津贴等转

移支付的充足、稳定与便捷，筑牢基本生活的安全

底线。在心理与社会层面，支持重点在于缓解其

因长期依赖可能产生的无助感与污名感。这需要

通过持续且温和的政策宣传与沟通，明确救助对

象获得救助的合法权利，减轻心理负担。同时，应

着力协助其修复与维系核心家庭及亲属网络关

系，并通过社区探访、居家养老服务、无障碍环境

改造、适度的文化休闲活动等方式维持基本社会

连接，避免救助对象陷入彻底的社会孤立。

其次，对于拥有劳动意愿与劳动能力的救助

对象，支持系统的核心任务在于赋能与激励，扫清

重返劳动力市场的障碍。一是针对性地提升救助

对象的人力资本。需结合区域产业发展需求与个

人兴趣，提供真正实用、有就业前景的技能培训，

并辅以必要的职业指导、心理调适与社交能力训

练。二是通过制度设计理顺社会救助与促进就业

之间的关系，增强就业的经济吸引力与社会成就

感。此外，积极开发社区公益性岗位、与企业合作

建立就业安置基地、提供就业见习机会等，为救助

对象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

最后，对于从事零工、兼职、非正规就业等灵

活就业形式的救助对象，支持系统需着眼于稳定

与拓展。这类救助对象具备部分劳动能力，但就

业状态不稳定、收入波动大、社会保障覆盖不足。

在生计层面，可扩大针对灵活就业人员的专项补

贴或社会保险缴费补助，平滑收入波动，并逐步将

其纳入更广泛的社会安全网。更重要的是，应积

极创造渠道，引导和鼓励其参与公共事务，例如担

任楼栋长、参与社区调解、加入志愿巡逻队或社区

文体团队。这种参与既能使救助对象在贡献中收

获尊重与新的社会身份认同，积累宝贵的社会资

本，也能反过来为其脆弱的经济状态提供重要的

社会性支撑。

（二）推动社会救助制度向发展型转变

首先，制度目标上注重提升救助对象的人力

资本水平。传统社会救助侧重维持救助对象的基

本生活，属于一种托底式的保障。然而随着社会

发展理念的演进，更具前瞻性的“发展型社会政

策”视角受到重视。该理论主张，社会政策不应仅

是消耗性支出，更应是一种社会投资，其核心在于

通过对教育、医疗、技能等领域的投入［43］，系统性

地提升公民的能力，目标是使福利接受者获得充

分参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生活的能力与机会，最

终实现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协同互促。将这一

理念置于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语境中，意味

着救助不能止步于输血，更需致力于造血。因此，

社会救助制度要超越单纯的经济或物质援助，通

过提供技能培训、教育支持、就业辅导、健康促进

等综合性服务，有针对性地破解救助对象因知识、

技能、健康等因素导致的发展困境。

其次，制度供给上侧重服务类社会救助。一

个缺乏健康身体或必要就业技能的人，很难在社

会关系中建立自信与尊严。在服务类社会救助

中，康养照护服务为救助对象参与社会生活提供

可能。救助对象往往伴随健康问题，这既是贫困

的后果，也是其难以摆脱困境的原因。提供以定

期健康检查、慢性病管理、康复指导为内容的系统

性康养照护，不仅能恢复救助对象的身体机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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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其参与社会活动奠定生理与心理基础。就业

能力提升是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核心，参与社会生

产与交换是个人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社会

救助不能仅停留在岗位推荐的阶段，而要提供从

职业生涯规划、职业技能培训（如数字化技能、服

务业技能）到求职辅导与岗位适配的一站式支持，

重建其作为生产者的社会身份与社交网络。

最后，制度设计上更加具有包容性。一是制

度包容性体现于对多元化需求的响应能力。依据

救助对象的困难类型、家庭结构、发展潜力等因

素，实施更精细的分类分层救助。二是借助数智

化工具，降低对救助对象尊严的潜在侵扰。通过

加强部门间数据共享与比对，减少重复的入户调

查与证明材料索取。同时，应严格规范救助信息

公开的内容与范围，推行匿名化或去标识化公示，

在确保公众监督权的同时有效保护救助对象隐

私，减轻心理负担。三是深化激励相容机制设计，

强化就业导向。通过优化收入豁免与渐退政策，

可延长救助待遇的渐退期限，并在救助对象就业

初期保留部分福利待遇或提供就业津贴，确保其

实际可支配收入在过渡期内平稳增长。

（三）修复社区关系和强化资源链接的功能

一方面，社会融入的本质是关系的重建与联

结，社区应该超越事务性服务，自觉运用并深化情

感治理。情感因素在我国人际关系和社会互动中

占据重要地位，社会传统为情感治理提供了丰富

的社会资源和实践智慧［44］。社区不仅是救助对象

物理意义上的生活空间，更是重要的情感承载与

互动空间。这一双重属性意味着，从社区层面系

统性地修复与发展救助对象健康的社会关系网络

不仅具有现实必要性，也具备充分的可能性。具

体而言，社区情感治理强调通过营造信任、尊重与

关怀的社区氛围，介入并改善救助对象可能存在

的家庭关系紧张、社会交往封闭等问题。它关注

非正式的互动、日常的关怀接触以及意义感的赋

予，旨在唤醒和增强救助对象的归属感与自我价

值感。在实践层面，社区需要通过制度化的设计

将情感支持融入社区日常工作。例如通过定期的

探访、支持小组的建立、社区公共议题的协商参与

等方式，为救助对象提供不可或缺的情感资本与

社会支持网络，重建与家庭、邻里以及所在社区的

社会连接。

另一方面，社区需着力强化自身的资源链接

与整合功能，推动工作中心从被动承接行政事务

向主动构建、维系资源网络的方向转变。该功能

本质上属于高度组织化、程序化的事务性工作范

畴，注重效率、精准与可持续性，与情感治理形成

互补。首先，社区应对内系统梳理并盘活驻地单

位、商业主体、社会组织及志愿者团队等在地资

源，通过制度化动员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内部资源

库。对外主动对接政府部门、公益组织、专业服务

机构及劳动力市场等多种供给主体，构建畅通的

资源引入渠道。在此基础上，社区可以借助线上

管理平台，将救助对象在就业、教育、医疗、照护等

方面的差异化需求转化为结构化的需求清单，并

与动态更新的资源库相匹配，实现资源的精准识

别和高效匹配。由此，社区能够成为高效、透明的

资源调配枢纽，为救助对象的社会融入提供坚实

的物质基础与机会支撑。

（四）建立主客观相结合的长效评价体系

一是要确立主客观相结合的评价标准。服务

覆盖范围、受益人次、需求帮扶兑现率等客观指标

固然能直观反映救助工作的覆盖面与执行效率，

却难以完整勾勒出救助对象生活的真实变化。社

会融入评估需要关照救助对象的主观体验，比如

在心理疏导服务中，救助对象是否真正摆脱焦虑

情绪才是救助的最终目标。再如，针对救助对象

就业帮扶的成效更在于救助对象能否在岗位上获

得尊严与归属感。对主观感受的忽视，可能导致

社会救助陷入“为完成指标而救助”的误区。唯有

将客观数据与主观体验相结合，社会救助才能真

正满足救助对象的生活需求，提高其生活品质。

二是要建立长期的追踪评价机制。社会融入

的效果往往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种特性在康复

照料与发展赋能类服务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以残

疾人的肢体功能恢复为例，其需要持续的理疗训

练，心理创伤的疗愈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单次

康复服务或许能缓解一时的身体不适，但要实现

生活自理能力的实质性提升，往往需要数月甚至

数年的跟踪服务。 为困境青少年提供的职业技能

培训服务，其成效不能仅凭结业时的考核成绩判

定，而需观察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的适应能力与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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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空间。因此，有必要对社会融入的效果进

行长期观察，动态追踪救助对象的生活状态变化，

避免因短期评估而误判服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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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Strategies,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Countermeasur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Assistance Recipients

Qin Jia
(He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engzhou, Henan 451464)

Abstract： Assistance recipients continue to face barriers to full participation in socioeconomic life and experience social exclu⁃
sion, highlighting a persistent need to facilitate their social integration. While existing studies predominantly address institution⁃
al improvements and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they often overlook the agency of the recipients themselves.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paper identifies four strategies employed by recipients: getting by strategy relying on life skills and close rela⁃
tionships to maintain daily living; getting back at strategy that utilizes welfare discourse to counter exclusion; getting out strate⁃
gy seeking autonomy through labor market participation; and getting organized strategy of engaging in public affairs to gain rec⁃
ogniti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strategies, however, is constrained by structural factors,  including deficits in both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weakened community cohesion and excessive administratization at the community lev⁃
el, and insufficient incentive alignment and institutional inclusivity at the policy level. A systematic response is proposed, in⁃
volving the adoption of a tiered and tailored support framework, a shift toward developmental welfare policies, enhanced commu⁃
nity capacity for relational and resource suppor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prehensive,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sys⁃
tem.
Keywords： relative poverty; assistance recipients; social integration; action strategies; structural barr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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